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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5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简称《婚姻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基本法，在
新中国法制建设与实践探索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既往研究在讨论建国初期法制实践特征时，主要以 20世纪
50年的禁毒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政治运动为研究对象[1]136-165[2]193-199[3]76-80，
分析特定历史时期在行政、司法等方面的法制实践特征。 这种抛开基本法去谈法制实践的方式有待商榷。 也有
学者注意到 1950年《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是中国构建现代法制国家的重要探索，认为贯彻运动对中国婚姻家庭
制度变革有推动作用，但更多关注消极影响[4]281-287。
分析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制实践时，应兼顾 3 个方面。首先，群众运动仅仅是法制实践的手段和方式而非

目的。 运动式法制实践方式的选择，有其历史特殊性。 抛开历史特殊性去评价建国初期法制实践的特征，略
显失之偏颇。 其次，应当更多地关注基本法。 透过法律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治理效果，特别是论述不同社会阶
层法律接受者认知法律的过程，来分析法制实践的特征。 最后，法制发展具有连续性与整体性。 脱离这一点
去述诸建国初期的法制实践探索的是与非，不符合中国法制实践发展的历史客观性。

一、法制与运动：法制实践的方式选择

1950年《婚姻法》自颁布至 1980年，存续 30年，社会影响深远。 “婚姻法是中国人民在赢得革命战争胜利
之后，和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社会改革。 ”[5]77820
世纪 80年代以前，群众运动在全国各项工作中的作用重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婚姻法》贯彻实施自然
成为首选：“我们的工作需要从运动中建立起来，运动可以促进我们工作的发展。 ”[6]238

以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通知》的发布为启动标志，《婚姻法》
贯彻运动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第 1阶段为《婚姻法》的颁布与初期宣传阶段（1950年 5月—1951年 7 月），
第 2阶段为《婚姻法》的贯彻检查阶段（1951年 7 月—1952 年 11 月），第 3 阶段为《婚姻法》的全面集中贯彻
阶段（1952年 11月—1953 年 5月），也是《婚姻法》贯彻最为重要的阶段。 宝鸡市的《婚姻法》贯彻运动大致
依照中央部署计划逐步推行。
总体来看，《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前两个阶段，虽然中央多次颁布文件要求重视《婚姻法》

的宣传、执行、检查等工作，但全国多数地方仅在《婚姻法》公布后的一个时期内进行过宣传和检查，以后即
松懈搁置下来[7]369。 1951年 9月 26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要求“各省、市人民政
府应将此项检查结果于 12月底以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专题报告。 ”[8]但各地执行情况并未达到预期。
于是，政务院秘书厅于 1952年 6月 4日发函，要求各地“凡未送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报告的单位，从速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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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向政务院作一专题报告。 ”[9]7 月 25 日， 内务部与司法部再度联合发布 《关于继续贯彻婚姻法的指
示》。 在这一系列的通知、指示下达后，各地的《婚姻法》贯彻工作虽有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内务部
1952年 12月 5日发出《关于检查过去及通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讨论贯彻婚姻法的通知》：“仅有少数地区已
遵照执行，但大多数地区却仍未见报来。 ”[10]各地相对消极的态度一直持续到 1953年贯彻运动月。

《婚姻法》贯彻实施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第一，建国伊始，中共执政面临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多方
面挑战。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司法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事
件与运动，分散了各级各部门对《婚姻法》贯彻的注意力。 第二，干部队伍人员匮乏。 以政法干部为例，截止
1951 年，全国 2 200 多个县市中，只有 300 个县市有检察署。 政法方面最为健全的公安部门，尚有 80 多个
县无主要负责人[6]161。 建国初期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民国政府。 “旧干部”难免会从思想上对其在“新
政权”中的工作有所抵触，实际工作中很难完全发挥应有作用，甚至会起反作用。第三，新旧婚姻制度之间的
巨大反差，决定了群众对新《婚姻法》认同需要较长时间。 “如果说，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可以在革命的狂飙中
完成，那么，真正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改变相应的价值观，则远非一日之功。 ”[11]28中共中央在贯彻《婚
姻法》伊始也意识到《婚姻法》贯彻工作绝非易事，因而要求“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把保证《婚姻法》正确执
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作目前的和经常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12]4。

1952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将 1953 年 3 月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
的运动月[13]328，决定通过这种全国性（少数民族地区及土改尚未完成的地区除外）的集中宣传与执行的方式，
实现社会各个阶层主体在婚姻家庭观念方面的“破旧立新”。政务院 1953年 2月 1日发布《关于贯彻婚姻法
的指示》，要求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成立贯彻婚姻法委员会[14]来指导本地《婚姻法》贯彻运动。1953年 5月
底，全国范围的《婚姻法》集中贯彻活动宣告结束。 从贯彻运动的效果来看，全国 70%地区的群众接受到《婚
姻法》的宣传教育。 各地曾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急躁冒进的偏差，经发现即加以纠正后稳步前进，获得应有的
成绩[15]。

二、改造与重塑：婚姻观念的变革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
的绳索。 ”[16]31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以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
为核心原则，这与封建宗法思想截然对立。 《婚姻法》贯彻运动的目的，一方面要通过群众运动完成对各社会
阶层主体婚姻观念的改造与重塑；另一方面是实现对干部群体的教育与锻炼。

（一）《婚姻法》最主要的接受者：人民群众
《婚姻法》宣传开始后，群众对新《婚姻法》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甚至有部分群众歪曲理解新婚姻制度：

“《婚姻法》是‘离婚法’，是‘妇女法’，是‘提倡性乱’”。 有人持单纯的贫雇农观点：“土地法穷人翻了身，婚姻
法穷人断了根”；更有甚者，采取虐待、杀人和自杀等的方式来抵制新《婚姻法》的贯彻实施 [17]。 据不完全统
计，从《婚姻法》颁布到 1953年 1月止，全国范围内因为婚姻问题被虐杀或被逼自杀的人数每年可达七八万
之多[18]19，据陕西省咸阳专区的不完全统计，1950—1952年 3年内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杀人数达到 98 人次。
其中男子死亡人数累计达 27 人（自杀 16 人，被杀 11 人），女子死亡人数累计达 71 人（自杀 60 人，被杀 11
人）[19]。

《婚姻法》引起如此强烈的群众反应，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新婚姻制度所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
新民主主义婚姻观念，对封建夫权、父权、族权均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新婚姻制度引起的妇女社会地位提高，
使得妇女被视为新婚姻制度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妇女也就成为既有利益者主要的迫害对象，沦为受害者。随
着《婚姻法》贯彻得越加深入，既有利益者的危机感就越强，压制妇女反抗的行为亦愈加激烈，手段也更加残
忍。 宝鸡市店子乡一个女村长宋秀莲因工作积极，常遭丈夫讽刺、打骂。 她提出离婚后，丈夫说：“叫你死出
门，不叫你活出门。 ”[17]

在中共中央看来，婚姻制度改革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革，是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工作。 为保障《婚姻
法》的深入推行，中共要求各级各部门以维护稳定为重要前提，不断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 为了尽可能减轻
《婚姻法》贯彻与执行的阻力，中共中央还通过及时调整政策来指导贯彻运动。 如先在思想相对开放的土改
地区进行宣传，在贯彻运动中不进行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的调查，不发动诉苦运动，不召开斗争会等[18]19。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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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办理婚姻登记的方式，检查群众《婚姻法》执行情况，并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 将贯彻运动与农耕生产运
动相结合[20]，避免因群众运动耽误生产。 与此同时，要求在与群众协商的基础上结合爱国生产公约与群众订
立家庭和睦公约[21]，使群众在思想上有契约的束缚。 以上种种，保障了《婚姻法》在群众中得以顺利贯彻，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运动使新《婚姻法》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绝大部分群众在思想上能
够划清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教育提高了群众对新《婚姻法》的正确认识[22]。 家庭关系得以改善，男女平等思
想开始树立，基本上杜绝了打骂虐待妇女和克服了限制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现象。 群众生产热情进一步提
高，更多地出现了团结互助，积极生产的新气象等[23]。

（二）法制宣传的“传帮带”：基层干部
新中国建国初期，群众获取法律信息、学习法律知识的途径十分有限。 特殊国情决定了上级传达，下级

学习，再向群众宣传的方式，成为那个时代群众知晓法律与政策最主要的路径之一。基层领导干部自然成为
向群众宣传法制的"传帮带"。 但是有部分基层干部在《婚姻法》颁布后的一个时期内并不积极。 人为干涉群
众婚姻自由，阻碍《婚姻法》贯彻运动开展的事件时有发生。
干部自身对新《婚姻法》接受的消极态度，是制约其在贯彻运动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法律知识的普

遍匮乏是现实国情。因此，向人民群众宣传前，首先要组织干部学习。在最初学习中，基层干部存在着诸多思
想顾虑及不正确认识：“订婚的怕女方解除婚约，人财两空。未订婚的怕以后找不下。年令（龄）大的认为自己
再不能拿钱买，而要当一辈子光棍。女子已出嫁，儿子已结婚的认为婚姻法与他无关，而抱着观望态度。个别
人还想着借此机会换老婆。因而有少数干部不愿参加学习，即使来了，也底（低）着头不肯配合”[24]。有些村干
部，不敢给群众宣传，怕群众骂，怕问题落在自己头上。某乡团支书结婚时不够年令（龄），自己便怕的不敢给
群众宣传《婚姻法》[25]。 也有部分人对宣传贯彻《婚姻法》漠不关心，认为“自己既没有结婚问题，也没有离婚
问题，宣传贯彻《婚姻法》与我无关。 ”[26]干部的消极态度，造成《婚姻法》宣传贯彻工作难以在群众中深入展
开。 甚至有干部直接对群众的正当婚姻诉求横加干涉。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干部对贯彻《婚姻法》是一项重大社会变革的认识不足，对《婚姻法》缺乏

正确全面的认识[13]326。 “部分干部对婚姻法政策精神学习不够，尤其是乡村干部，迁就群众落后思想。 ”[27]解决

干部问题时，主要是通过对干部进行说服教育、组织学习与施加行政压力等方式。 客观上，这样的处理方式
很快平息了干部的抵制情绪，使其投入到《婚姻法》贯彻的工作运动中。
对新婚姻制度认识不足，不足以完全解释基层干部在《婚姻法》贯彻中的消极表现。 以前宣传离婚要几十

个条件，现在说只要感情不和就可以离婚，故使一些妇女，动不动就要离婚，若再要宣传，社会就会乱的[27]。 在
宣传《婚姻法》过程中，“很多地方，干部只敢讲‘尊婆爱媳，互敬互爱’，不敢讲离婚问题，原因是怕弄下乱子。 ”
[28]在法制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建国初期，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基于血缘、地缘、习俗而形成的自然法，在
维系村内稳定时发挥的作用是高于国家法的。 “熟人社会”中，情理的作用高于法理。 “如果说法制是现代社会
的标志，那么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29]62。 部
分基层干部不配合，或许更多是想维护原有治理生态，实现其治下区域的稳定。

（三）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者：人民法院
在法制实践中，人民法院是群众保障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选择之一。 从宝鸡市人民法院统计来

看，婚姻案件受理数量，平均较《婚姻法》颁布前的一个时期增加了 243%，其中离婚案件占的比重很大。 在
《婚姻法》颁布后的 18 个月内，市人民法院共受理民事婚姻案件 1 643 件，其中，离婚案件占 1 368 件，约为
受案比例的 83.2%[30]。 足见群众有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
在案件实际审理中，部分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设置条件，阻碍群众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归结起来，主要形式：（1）以没有区、村干部的介绍信为由，不予受理；（2）以起诉书的格式是否符合规定（有
的限用十行纸）作为受理与否的条件；（3）以未经区、村调解为由，上下推诿，在区、村、法院之间来回推脱，久
拖不决；（4）官僚主义作风，处理离婚案件不经调查就对区、村干部的反映信以为真，无故驳回妇女正当的离
婚请求；（5）对虐杀妇女案件，法院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等[31]88-89。 不公正裁判现象屡有发生。 据宝鸡专区统
计：1951—1952 年间，全专区未给女方判财产和生活费的有 1 214 名，占离婚妇女的 95%[32]92。这样的判决势
必引起离婚妇女的不满，从而影响其对法律的理解与接受。
针对司法系统存在的问题，最高院等有关部门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调整。第一，及时纠正诉讼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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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如取消介绍信制度，取消对诉状的限制，纠正和防止将区、村调解作为判决离婚的必经程序，纠
正法院的官僚主义作风等。第二，通过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实现对司法部门的整顿和改造。据统计，新中国成
立后到 1952年，累计训练了 12 500名左右千个司法干部，其中旧司法人员就有 4 000多人，占 1/3以上[6]235。
第三，要求司法部门坚持走群众路线。 最高院认为“不告不理”“坐堂问案”是“六法全书”的观点，是伪法院的
作风。 要求各级法院对违反人民利益，触犯国家法律的事件“不告也理”；要求法院干部应该坚持群众路线，
走出法庭深入群众，不仅调查已经受理的案件，还要发现未被揭发的案件 [30]。 调整后的人民法院在工作方
式，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有所改善，并在随后的《婚姻法》贯彻运动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法制与政策：法制实践中的政策影响

政策对法制的影响，时常受人诟病。就《婚姻法》贯彻运动的整个过程而言，政策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
用。 从社会效果与法制效果两个角度来评价法制实践中的政策影响，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建国初期法制实
践的特征。

（一）政策指导法制实践的社会效果
建国初期法制不完备，法制观念、法制意识普遍缺失的客观事实，导致《婚姻法》自身在法制实践中所能

发挥的作用难以达到预期。这就促使具有灵活性、快捷性特征的政策，成为化解法制实践中各方矛盾的最优
之选。 首先，群众高度参与。 运动式法制实践要求与群众之间有高度互动性。 单纯的进行法制宣传，难以达
到动员群众的效果。《婚姻法》贯彻执行前期的效果不佳，除客观原因外，与相关政策缺失也不无关系。《婚姻
法》贯彻运动月的顺利开展，更多得益于相关政策指导的到位。 群众参与到《婚姻法》贯彻运动之中，使其更
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对《婚姻法》有较为正确的理解与认识。
其次，指导工作细致。 在《婚姻法》贯彻运动中，政策指导涉及法制实践的方方面面。 从法制宣传方式到

法制宣传提纲再到具体措施，均有相关政策加以指导。为了能够保障《婚姻法》贯彻运动月的顺利进行，陕西
省根据《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的精神，专门针对干部在运动月中的工作方式作出具体指示，要求领导干部
以群众路线为指导，积极主动地调解群众遇到的婚姻问题[33]。 工作指示涵盖宣传方针、宣传内容、处理问题
方式、请示报告制度等十多个方面。 这就使得干部在实施具体工作时，有章可循。
最后，问题处理及时。建国初期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客观现实，使得《婚姻法》贯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没有办法及时以法律方式纠正与解决。对于贯彻运动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以政策的形式及时加以调整。政策
的快捷性恰好弥补了法律缺位所带来的群众救济难的缺陷。 在法制与政策的合力推动下，《婚姻法》贯彻运
动顺利完成，并且取得了基本符合预期的社会效果。

（二）政策指导法制实践的法制效果
运动式法制实践要求的群众高度参与，法制实践在与群众间的互动需要政策对法律加以变通。 政策的

落实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渗透，从建国以后长期的法制发展效果来看，并不乐观。
首先，群众将法制与政策混为一谈。在贯彻运动始末，从中央指导到地方执行，从干部宣传到群众认知，

绝大多数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婚姻法》的法制属性同婚姻政策相混淆。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婚姻法》认
识模糊：“毛主席的啥政策都好就是《婚姻法》不好”[34]“我们这下听懂了毛主席的政策”[35]等。 法律与政策的
“雌雄难辨”，直接影响群众法律观的形成，淡化了群众的法制意识。
其次，政策替代法制。 在婚姻问题上的自由、平等是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 1950年《婚

姻法》第 2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 禁止童养媳[36]40。 然而在婚姻法贯彻运动中，对于各界中、上层代表人物
的婚姻问题，却采取了不同与一般群众的政策。 1953 年 2 月 25 日，刘少奇要求原则上对已经纳妾、重婚的
中、上层代表人物不予追究[37]78-79。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此种调整并不难理解，且有利于法制实践。但不可否认，
政策对法制如此变通，使得法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且或多或少会引起群众对法律的偏见。
最后，政策的易变性，诱发人民群众对法律遵守的不稳定性。 1953年 5月起，全国范围的《婚姻法》贯彻

运动基本结束后，《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进入正常化。在后续的执法检查当中发现，违反《婚姻法》的现象依
旧时有发生。 据陕西省宝鸡专区 1954年 8 月—12月不完全的统计，5 个月内，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就
有 11 人，其中死亡的有 3 人，受伤未死的有 8 人[38]。 群众对《婚姻法》遵守不尽如人意，是自身法制观念缺
乏，加上行政干预弱化后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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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建国初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这场源起于 1950年代《婚姻法》贯彻的法制实践，继续
沿用那个时代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从现代法制理论来看，运动作为革命手段，将之用于法制实践中，似乎有
所“违和”。 从其取得的法制效果来看，群众运动引起群众对法律与政策的混淆，进而制约了群众法律观的形
成。 “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6]332-333。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及贯彻运动所取得的社会效果来看，运动式法制实践的探索，确实为日后《婚
姻法》贯彻与执行工作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无论是基于人类法制文明的历史发展规律，还是置于 1950年代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法制实践运

动化的路径选择均有其历史必然性。自中共领导革命之始，群众运动一直作为其领导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建国后，中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面执政。但是，执政中的革命
思维却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 中共局部执政时期所积累的执政经验使得中共的领导人相信，
群众运动解决革命问题的经验是可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
路线，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39]

中国自古不缺乏法律条文，但深受传统儒家“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的影响，缺乏法治传统。贸然放
弃经验成熟的群众运动，选择缺乏传统支撑的法治路径是绝然行不通的。 法律实施是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
中被人们实际贯彻与施行的过程[40]27。 群众运动能够对法律进行最大化的宣传普及，并能够充分动员一切资
源进行实施。这会让群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法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通过参与运动，群众能够在主观上
形成法律自我认知。 这也让拥有丰富群众动员经验的中共没有理由舍本逐末，放弃既有的“成功经验”去做
冒险尝试。
群众运动给法制建设带来消极后果，原因在于运动的潜在不稳定性不利于维护法制建设所需要的稳定性

环境。 法制建设需要保持法的长期性与稳定性。 群众运动一旦结束，法律实施便容易被人忽略。 法律实施成败
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民众法制观念的内化，认同和遵守新的规则，并将之作为自身的行动指南。 法制建设在群
众运动结束后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群众运动无法为法制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另一方面是群众内
心的新旧观念冲突所致，而观念上的改变并非短期所能实现。 因此，将法制建设曲折的责任全归到运动上是有
失公允的，将运动与法制简单对立亦显得过于武断。
新中国建国初期《婚姻法》的贯彻，虽然继续采取群众运动，但是也进行了新的尝试。 “在整个五六十年

代，阶级斗争法理论是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它指导中国法制的创建和发展，使法律积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
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4]239。 在《婚姻法》贯彻中，中央明确指出贯彻运动不应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更多是
通过说服教育来实现各方对《婚姻法》的执行与遵守[18]17-18。 这可谓是当时法制实践探索的重大进步，为新中
国法制实践增添有益经验。在建国初期的执政环境下，依靠运动来进行法律实施，是中共运动式治理方式的
延续，是国家治理理念的错置与嬗变所致。在执政理念由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的过程中，以运动来贯
彻法律，恰恰是这种过渡的表征，是国家治理方式由革命手段向法律手段转型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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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Legal Practice in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With the Example of Implement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s

ZHAO Haiq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Extract： In early days of New China，the methods of people movements in the revolution period had been continued during our
practice of law.Specifically，the Government was using policies to guide legal practice，to inwardlyeducate cadres and people，then
obtained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from multiple social stratums.Such method，which adop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Marriage Law in 1950s，can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 of new law and reduce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incomplete legal system.
Meanwhile，however，it would also cause misunderstanding of rule -of -law and policies ，and debaseacceptance to the law，when
people reshaping their leg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marriage law; legal practice; movement

[责任编辑：箫姚]

赵 海 全 ：新 中 国 建 国 初 期 法 制 实 践 的 特 征 ———以 20 世 纪 50 年 代 《婚 姻 法 》贯 彻 运 动 为 例

149

149· ·


